
约翰是在华尔街工作的对冲基金经理，胡安是尼加

拉瓜的一名建筑工人，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特征：

两人都是全球套利者。

约翰的工作是研究全球各地利率的微小差别，在键

盘上轻轻一敲，数十亿美金即刻转移，而且说不定还有助

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胡安从尼加拉瓜的马萨亚来到加利福尼亚，利用这

里与本国不同但明显更大的劳动力价差赚钱—这里建

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尼加拉瓜的 12 倍。他用全家人一生

的积蓄支付了偷渡费用，每天生活在被抓并被驱逐出境的

恐惧之中。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三成尼加拉瓜人羡慕的对

象，在 2012 年一项民意调查中，这些尼加拉瓜人表示如

果有机会他们就会移民。

约翰从近年来金融和产品市场的快速一体化中获得

了收益。胡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故

事。多数渴望在其他国家找到高薪工作的移民都面临着地

理、文化、语言和政策性的阻碍，胡安是少数克服了这些

阻碍的人中的一个。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一个最重

要的例外，它造成了持久的工资差异。因此，移民比例自

1960 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占全球人口的 3% 左右。巨大的工

资差异不仅存在于建筑和农业等低技能部门，还存在于多

个高技能职业领域（国际劳工组织，2012/3）。澳大利亚护

士的工资比菲律宾护士高 7 倍；英国会计师的工资比斯里

兰卡的高 6 倍；美国医生的薪水是埃及医生的 6 倍，以上

均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

公众认知

低水平的全球迁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巨大工资

差异显示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孤立性以及移民对工

资的影响甚微。

但公众的认知却并非如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高收入国家中，许多人认为移民问题是国家当前

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将工资下降和高失业率归咎于像胡安

这样的移民工作者。

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如何？移民争论的核心主题是误

解和无知。英国伊普索斯莫里民意调查机构（Duffy 和

Frere-Smith，2014 年）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英国民众认

为移民占全国人口的 24%，而实际数据是13%。美国（32% 

卡格拉·奥兹登

任重而道远

移民参与他
国就业市场
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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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3%）、法国（28% 对 10%）和西班牙 (24% 对 12%) 对
移民数量的认知差异更大。这种认知偏差反映了大众对

移民的情绪。

迁移模式 

在探讨移民对就业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

现实中的迁移模式。1960—2010 年间，全球移民数量从

0.9亿增长到2.15亿—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保持在3%
左右。其中 2/3 的增长来自西欧和美国移民的增长。另外

1/3 的增长包括前苏联国家间的人口迁移，新兴移民目的

地国家—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的移民，规模庞大的非

洲内部迁移，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为目的地国家

的移民。部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

南非和土耳其，已成为吸引难民和求职者的热点区域。

较高水平的南北迁移是过去 50 年的移民特征。

OECD 和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呈现了值得关注的向

OECD 国家迁移的模式，大部分争议焦点集中在移民和

就业市场的关系上。截至 2010 年，OECD 国家移民达 1.13
亿，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了 38%。移民人口占 OECD 国家

人口的 11%，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引发了这些国

家的公共焦虑。OECD 成员国家间的人口迁移约占其总人

口的 40%，其余移民来自拉丁美洲（26%）、亚洲（24%）

和非洲（10%）。

移民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移民

的技能结构。在 OECD 国家中，移民被平均分为高等学历

移民（30%）、中等学历移民（36%）和初等学历移民（34%）。

与本国人口相比，移民中的高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过多（本

国人口中该比例为 23%），但中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不足（本

国人口中该比例为 41%）。

各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存在很大差异，难以一概而

论，并且对其进行一概而论也是很危险的。在澳大利亚、加

拿大、新西兰和瑞士，移民人数超过总人口的25%，而日本

的移民人数仅占其总人口的1%，几乎难以察觉。以澳大利

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为目的地的移民的受教育程度

更高，约占OECD国家高等学历移民总数的70%（见图）。

移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对不同的推拉力量的

响应。只要还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数以百万计的像胡安

一样的移民就会奋不顾身、跋山涉水冲往高收入国家。移

民与本国劳动力市场条件能够互相影响，因此经济分析必

须对这些反馈机制作出说明（如欲了解学术文献优秀评论，

见 Borjas，2014 年）。

对就业的影响

移民创造就业机会还是会破坏就业机会？此问题中

的就业机会是指本国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指一个国

家的总体就业机会。在所有接受测验的对象中，60% 的英

国和美国民众、50% 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民众以及 40% 的

法国和印度民众认为移民剥夺了本国工作者的就业机会。

由于金融危机给 OECD 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冲

击，难怪过去十年间政府官员的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除政治和公众认知之外，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围绕着

这个问题展开。但数据显示，工资和就业受到的影响相对

较小。例如，奥塔维阿诺和派里的一项相关研究（Ottaviano
和 Peri，2008 年）受到了广泛认可，该研究发现在 1990—
2006年间移民使美国本国工作者的工资平均增长了0.6%。

但是鲍哈斯和卡茨（Borjas 和 Katz，2007 年）认为这种

影响约等于 0。很显然，无论从哪个研究结果上看，移民

对工资的影响都极其微小，欧盟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以

道克奎尔、派里和奥兹登 (Docquier、Peri 和 Özden，2014
年 ) 的研究为例，他们发现，在德国和法国，新移民（1999—
2000 年移民）将平均工资提高了约 0.3%，在英国提高了

0.8%，对其他大部分欧盟国家而言，新移民带来的平均工

资增长介于此两者之间。最激烈的移民批评家牛津大学

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也承认新移民给西

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微小的积极影响，他的反对观点

完全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和凝聚力观点的基础上。

这种分析虽有精辟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这些结果均为平均值，因此可能掩盖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影

响。一些群体，如不具备竞争能力且不太可能掌握新技能

的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男性工作者，受到的冲

击最大。

工作

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极其微小。

移民与就业升级
各OECD国家的总人口中的移民份额和高等学历人口中的移

民份额存在很大差异。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关
OECD国家移民数据库。

（高等学历人口中的移民份额，百分比，2010年）

总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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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些工作者中的许多人

可能宁愿退出劳动力大军，也不愿

接受降薪。对他们来说，提前退休、

残疾或失业救济金可能更有吸引力。

如果在进行分析时未对这种半自愿

失业类型进行说明而是只侧重在职

者的工资，那么这种影响就不会体

现出来。再次，这种分析体现了总体

形势，忽略了行业差异。许多职位被移民工作者占据，只是

因为他们比本国工作者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所以从总

体上看对高中学历的工作者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高中文

化程度的机器操作员等工作者有影响。

大部分劳动经济学家都认同移民并不是年长者和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者近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的

主要原因。技术创新、离岸外包、金融波动、僵化的劳动力

市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都比

移民带来的影响更大。移民只是碰巧受到关注，并且对于

政客和公众来说，他们是更容易攻击的替罪羊。

动态效应

虽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对劳动力市

场的影响极其微小，并受到广泛认可，但最近的研究仍然

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结

构和行为变化的动态效应。重要的是，移民是如何融入目

的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他们是否能够补充或代替

本国工作者的技能，他们占据的职位类型，以及最重要的

一点—本国工作者在择业、教育决策和其他劳动力市场

选择方面作出的响应。这些因素都具有长期的影响力，有

必要进行仔细分析。

美国如同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供相关人士研究这种

动态效应。移民人口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6%，但这些

移民均集中就职于部分职业领域。例如，在与建筑相关的

多类职业中，移民工作者占60%，而农场工人和屠宰工人

中大部分为移民工作者。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医学、物理

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医生和经济学家中有1/3为外

籍工作者。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间逐渐上升，说明移民已

经专门从事技能范围两端的工作。在这些职业中，本国工

作者似乎较为缺乏。美国所需要的医生、科学工作者和工

程师、建筑工人和农场工作者、家庭工人的数量超出了当

前工资水平下愿意或有能力填补这些职位空缺的本国工

作者数量。

本国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职业中的本国劳动

者—可能会作出的响应是退出劳动力队伍，享受福利国

家提供的慷慨失业救济金。或者，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的乔凡尼·派里（Giovanni Peri）在他的多篇文章中所提出

的，移民可能会通过占据本国工作者的重复性体力工作而

迫使其向更加复杂的工作转移（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就

业与技术”）。这种岗位升级对于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至

关重要，在劳动法规弹性较大的国家中较为普遍，比如英

国和美国。这种职业间的劳动力再分配也会出现在高等

教育工作者之中。高学历移民在迁移时会选择对定量和分

析技能要求更高的职业。外籍工作者份额上升后，拥有相

似学历的本国工作者会选择分析性较弱但对沟通和管理

要求更高的职业。

移民和本国工作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互补性，这一

点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和波士顿大学的马西斯·瓦格

纳（Mathis Wagner）在一项来自中等收入移民接收国的

罕见研究中发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低技能工作者的

移民震动了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1990—2010 年间，

马来西亚采取卓越的国家教育计划，将受过中等或中等

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口份额从 50% 提高到 80%。因此造

成的低技能工作者的短缺由大量移民工作者补充，这些

移民通常从事建筑业、种植园业和外向型低技术制造业。

拥有高中学历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变成了这些移民工人的

管理者。我们发现，每 10 位移民工作者的迁入会给马来

西亚本国工作者带来 7 个中等技能职位。如果没有这种

人口迁移，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不会获得与他们的学历

相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无技能移民的大量供应促使

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加大自身教育投入，以突出自身在劳

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更大限度地利用技能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影响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在

许多国家中，女性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工作，因此她们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涉及比男性更复杂的权衡取舍，很多女

性，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选择非全职工作或不

工作。愿意以更低价格提供家政服务的低技能女性移民工

作者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目的地国家女性的劳动力决

策。波士顿大学的帕特丽夏·科尔特斯（Patricia Cortes）
及其同事表示，外籍家庭工作者提高了中国香港和美国本

地年轻女性和高等学历女性的就业水平。鉴于许多国家，

包括32个 OECD国家的在校大学生中一半以上为女性，

这种就业创造效应对于长期经济繁荣极为重要。

这种互补性在足球界的表现也较为明显，足球行业

也许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全球性劳动力市场（见“足球，

足球”，《金融与发展》2014 年 3月号）。去年夏天国际足

联世界杯期间，全世界最优秀的 736 名球员齐聚巴西，当

时他们代表的是 32 个国家队。但这些足球明星中几乎有

一半同时效力于英格兰超级联赛、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

足球甲级联赛。92 名非洲球员中仅有 6 位效力于本国足

球俱乐部。

研究实验室、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工作者之间

存在互补关系。技能的聚集提高了生产率，进一步扩大了

经济活动。皇家马里德、谷歌、纽约交响乐团和好莱坞都

从这种互补现象中受益，并成为提供卓越产品的全球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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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由于这种溢出效应，我们很少在高技术群体中看到

反移民的现象，高技术群体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同等水平的

移民工作者合作时带来的个人生产率的增长。

赢家与输家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重点放在移民创造就业机会

的渠道上，特别是本国工作者和移民工作者间的劳动力互

补性这一渠道。移民的整体影响趋向是积极的，绝不存在

多数公众舆论所认为的危害性。移民选择的职业是本国

工作者所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包括工程教授、水果采摘

员、对冲基金经理和建筑工人。

但与任何经济活动一样，有赢家就有输家。葡萄牙超

级球星C罗加盟皇马时，俱乐部因此解雇了一位西班牙本

国球星。一部分小学学历的马来西亚建筑工人无力与菲

律宾移民工人竞争，而且年龄过大，已经无法学习新的技

能。在美国，因墨西哥移民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许多本

国保姆失去了工作。

公众对移民抢走就业机会的感知非常强烈，因为失

业这种后果对于大家来说显而易见，对于受到直接影响的

失业者来说尤其如此。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效应相对

不易察觉。印尼劳工的马来西亚主管、美国的女企业家之

所以能够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是因为他们家中有一位

称职的外国保姆，但他们很少会想到正是因为移民工作者

的存在，自己才能享有现在的工作和工资。

劳动力市场非常复杂。移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供

给和需要的一种响应。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响应方式

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复杂性。移民的影响利大于弊，因此

经济学家建议采用向从中获益的胜者征税的方式对输家

进行补偿。

移民造创的零星技术互补性应得到发展。尤其是高

技能群体—无论是学者、工程师、影星、运动员，还是

企业主管。任何国家都不应通过定额对高技能移民进行

限制。相反，应为每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提供永久居

留权。政府可以用收取“管理费”的形式代替移民定额限制，

为能简化审核程序，企业雇主会非常乐意缴纳管理费。

几乎所有分析都忽略了移民带来的最大效益—为

消费者降低了物价。家庭保洁的收费降低了，医生数量增

加了，移民工人采摘的生菜卖得更便宜。我们没能看到移

民对日常消费的影响，而经济学家也无法对这种影响进行

计算。但这种效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比任何其他效应的

影响力更大。我们无法专门针对移民采摘的生菜或移民医

生的问诊征税，因为这不合法，也不具可行性。但是我们

可以征收移民就业税。这就是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

复杂的移民管理政策背后的本质原因。就业签证包括向

雇主收取的服务费用，这种费用取决于移民的技能水平和

职业、企业规模、所处行业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条件。

这种服务费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雇主、工会

和研究人员也会不断提供反馈。这种收费制度与商品进口

商在边境支付的关税相同。该收费制度还规定逃税将受

到严厉处罚，因此能够减少无证移民的非正规失业并创造

收入。

本国和移民工作者之间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且危害

更大。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似乎能够

更好地应对这种负面效应，但是失业人口仍然需要帮助。

这就需要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税收。补偿性政策有多种

形式—如，失业保险或培训补贴。但最重要的政策是通

过教育鼓励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工作者—获取更新、

更高级的互补性技能。

移民政策在先进性和效率方面发展滞后。国家财政

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管都是经济学家，但在移民政策方面，

多数国家都“不允许经济学家的干预”。国家安全和法律

问题在辩论和官方机构中占据首要地位：移民管理通常由

内政部和国家安全部负责。居住权、就业权和公民身份依

据法律或政治原则授予，经济条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通

过将最低经济标准引入决策过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

加坡移民机制的有效性立即得到了提高。这些国家有很多

经验可供欧洲和美国学习借鉴。

最佳的移民政策不会用严格的壁垒将胡安这样的移

民拒之门外，而是会接纳胡安（和约翰），并对他所创造的

一部分经济收益征税，再用这些税款为他所代替的工作

者提供培训。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值得去做！■

卡格拉·奥兹登（Çağlar Özden）是世界银行发展研

究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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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选择的职业是本国工作者所

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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